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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男孩的爸爸找到

高晓刚说：“高医生，我儿子今天

不好，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了。”

高晓刚过去一看，真不行了，马上

启动捐献程序，进行脑死亡状态的

判定。签字早就签完了，整个过程

都非常非常理性。但真正到了告别

的那一刻，妈妈受不了了……

高晓刚很少去回忆这些案例，

但当记者提问时，案例一下子涌上

来太多了，告别的画面，尤其记得

清楚。高晓刚说：“我是一名医生，

面对病情时我要理性，但看到这些

画面，作为同样是父母的我，也受

不了。”

大多数时候，高晓刚会回避和

孩子家长去谈。“前期我会告知他

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会协调好力

量陪护他们，但真到了要张嘴的时

候，我会让没有孩子的人去张嘴，

年轻的协调员硬着头皮去，没有什

么技巧，就是陪着哭，陪着宣泄情绪。

但是当情绪宣泄完后，他们还是希

望，孩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

延续下去。”

采访进行到这里，高晓刚沉默

了足足三分钟……

他的拒绝是正常的，
他的同意是伟大的

做协调员多年，高晓刚通常会

回避“一定要谈成”这种理念。他

认为和患者家属之间，必须坦诚，

才能彼此信任。

“我常常和年轻的协调员讲，

任何一个患者家属，他的拒绝都是

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的，是应

该赢得尊敬与感激的。这样的工作

态度才是正确的，哪怕他们现在不

同意，以后可能会转变。”事实上，

高晓刚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曾经有一位大姐，打电话到医

院咨询遗体捐献的事情，但医院不

做遗体捐献，就介绍了器官捐献的

流程及团队。了解过后，大姐没有

深入再谈了。但过了好久，她一个

姐妹的老公，正好在这家医院抢救，

人救不过来了。她就打电话来说，

你们要不去联系器官捐献看看？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效应，

就像协调员为什么要去大学生中间

推广，如果熟人接受了，捐献方自

己的压力也会小一些，甚至还可以

给对方提供帮助。比如说，当时知

道这位大姐推荐的捐献者，家里有

两个儿子，很内向，每天在家打游

戏，职业上没有出路——高晓刚知

道后，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些培训，

比如，怎么答辩，怎么讲话，怎么

应聘，现在看两个小伙子的朋友圈，

工作找到了，女朋友也有了，生活

很幸福。

2021 年，“协调员”这个职业

有了一个变化——正式转为了红十

字会志愿者，所有的协调员只能在

红十字会里产生，这样一来，认可

度就变化了，协调员不是劝捐，而

是让相关家庭实现捐献的同时，提

供养老、上学、福利待遇等一套解

决方案。

目前，上海市红十字人体器官

捐献服务队的协调员共有200多名，

全国有 3000 多名。高晓刚认为，器

官捐献的工作和理念，需要在象牙

塔里普及。“2017 年我第一次和复

旦的大学生交流时，和他们探讨死

亡的意义，我讲到，人这一生，应

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

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

遗忘才是。”

　　目前，上海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服务队的协调员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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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高晓刚在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做人体

器官捐献演讲。




